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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３ 世纪，随着蒙元帝国的兴起和边界的快速推移，新疆由传统的中国边疆西域变为帝国版

图的核心区。 四通八达的交通和保障有力的驿站运输，保证了帝国一统天下，重构了此前衰微的丝

绸之路。 移藩去篱、交叠有效的治理，使蒙元帝国在多元互动、交融共生之中走向繁盛，生动诠释了

“丝路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带一路”建设会使新疆由

中国“边疆”跃居亚太“核心”，为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福祉，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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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带一路”的热启，“丝绸之路”再次成为

世人关注的热点。 这种地位的跃升，不仅使新疆首

次有了地图描画之外的“亚（欧中）心”感［１］，而且获

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但是，机遇不等于结果，
愿景也不等于现实。 “边疆”变“核心”的空间推移，
除了经济，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如果“一带一路”
的构建真能让新疆从千年“边疆”跃升为“亚心”，又
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历史的车轮不会按照设计的轨

道前行。 然而，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 回顾历史，早
在 １３ 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开疆拓土，就使新

疆在帝国边界的迅速推移之中，从传统中国的“边
疆”跃居帝国版图的核心。 随之而来的丝路重构和

繁荣，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族裔群体间

的互动交流，重构了世界，重构了中国社会和身份认

同，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

大而深远的影响。 “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

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 把握今天、 开创明天的

智慧。” ［２］

一、移藩去篱、重铸辉煌：
蒙元时期的丝绸之路与驿站交通

　 　 １． 从“双道并行”到“三路齐进”：蒙元时期的丝

绸之路

边界快速推移之中，开疆拓土的蒙古大军如何

保证得到可靠的粮草给养和兵员补充？ 在不断扩张

的疆域之上，远离故土的将士又该如何与千里之外

的本土保持联系？ 迅猛增多的领土、不断推移的边

界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如何能始终听命于大汗？ 这

些问题，在地质单一、环境简单的蒙古高原和经济相

对发达、社会同质度相对较高的中原，尚好找到答

案。 但是，一旦离开这些区域，西进到新疆以及更远

地区之后，复杂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使其成为蒙元帝

国必须直面的重大挑战。
众所周知，受到自然地理环境所限，西域诸城郭

或是散落于群山（阿尔泰山、天山）和高原（帕米尔

高原）沟壑的草原之上，或是散落于盆地（塔里木盆

地、准噶尔盆地）边缘的绿洲之中。 其间或为高山、
雪原、冰川，或为戈壁、沙漠，彼此孤立，相隔甚远，交
通不便。 诸国的语言文字、政治文化、风俗信仰、居
民族属等也各有不同，长期处于“各有君长，兵众分

弱，无所统一”的割据之态。 哪怕是盛唐设府羁縻

统辖之时，西域各地也多处于各说各话、各自为政的

状态。 为了水资源、草原牧场、绿洲可耕地和丝绸之

路商业利益的争夺，彼此间不仅常有纠葛摩擦甚至

战争的发生，而且多靠外力的介入，方能结束对立纷

争之态，难以形成统一整体。 因此，西汉之后，帝国

羁縻之下尚能暂处统一的西域诸地，无不随帝国衰

败分崩离析，丝绸之路因此也常受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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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略过人的铁木真，极为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

和教训。 在统一蒙古诸部的过程中，就十分注重所

到之处的道路修整，以方便军队辎重和人员来往。
立国称汗之后，为了更好地统合所属领土，成吉思汗

注意铺路修桥，积极维护传统的漠北交通线①。 随

着蒙古大军的西征，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不仅把迅捷

驿站传讯系统的构建作为战争必需的基础保障措

施，而且将其作为开疆拓土、维护统治的一项重要行

政事业来做。 因此，他们在征服西夏和金并控制关

中地区之后，立即重新恢复了中原经河西至西域并

向西延伸的交通，使这条自先秦至唐代中期中、西方

世界间的交通干线———丝绸之路重焕生机。
随着帝国疆域的拓展，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愈加

清晰地认识到交通对于战争胜败、帝国统治的重要

性。 西域位居欧亚交通枢纽，西征统一西域之后，帝
国统治者除了积极修缮和维护传统陆驿之外，还充

分利用塔里木河、于阗河和叶尔羌河等地夏季水丰

易于运输的自然条件，“立于阗、鸦儿看两城水驿十

三” ［３］１１８，这 １３ 个季节性的水陆驿站和之后所设的

罗卜、阇里辉（今且末）、怯台（今奇台）等水驿，构成

了一条通达西域的新的东西交通干线。 这条经由河

西———疏勒河———罗布泊———塔里木盆地南沿、昆
仑山脉北缘———葱岭而进入中亚地区的交通线路，
较传统的交通线路更为迅捷，尤其是夏季丰水期，水
陆并用的驿站系统可以大大缩短笨重货物的运输时

间，同时还可以避免因传统线路受到战乱影响而被

中断（马可·波罗西行走的就是这条线路）。
如此一来，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桥梁———丝绸之

路就由传统的“双道并行”变为“三路（北、中、南）齐
进”，且是海陆兼通、畅达至极。 具体来说，陆路北

路自东向西，由西安出敦煌，经哈密，沿天山北路，过
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土库曼斯坦，到克

里木、抵达俄罗斯与东欧；中路，西出敦煌，经哈密，
沿天山南路和塔里木盆地北缘过吐鲁番、焉耆、库尔

勒、库车、阿克苏、喀什、帕米尔高原到中亚、西亚及

更远地区；南路则出敦煌，经罗布泊（楼兰），沿塔里

木盆地南沿、昆仑山脉北缘，过且末、尼雅、和田、喀
什、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经由大不里士（今伊朗西

北部）到土耳其，达阿拉伯和非洲等地。
除了陆路水驿的建设，蒙元还十分重视海运港

口和海上交通建设。 在世界领先的造船术、航海术

和绘图术的支持下［４］，蒙元时期逐渐形成了“南通

闽广，东接日本，北距高丽，物货丰溢” ［５］ 的庆元港

（今宁波）、“舶通瓯吴及诸藩国，人物辐集”的潮州

港和“万舶集奇货” ［６］ 的广州港，以及“如有一艘载

着胡椒的船只从印度群岛驶往亚历山大港，或者基

督教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就有一百

多艘驶往刺桐” ［７］ 的世界最大海港———刺桐城（今
泉州），刺桐东可到日本、高丽，西可达今东非索马

里、桑格巴尔海岸一带等地。 由此一来，三路齐进、
海陆兼通的丝绸之路，不仅为东西方不同国家和地

区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

利条件，而且使丝绸之路在重塑之中走向辉煌，开辟

了其前各朝无法比拟的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
２． 移藩去篱、确保畅通：蒙元时期的驿站管理

与交通维护

蒙元在努力改善对外交通的同时，还将大运河

延长至大都，努力提升大都与全国各地的交通。 此

外，蒙元还积极建设西域诸地通达内地各处交通驿

站，沿太和岭②至别失八里一线，设置了 ３０ 个新驿

站，将欧亚大陆、中亚西域与元朝的政治中心———大

都直接联系起来［８］，使昔日“千里横东西，猿猱鸿鹄

不敢过”的天山山道，变得“四十八桥横雁行，胜游

奇观真非常” ［９］２２９。 与前朝各代相比，蒙元时期的驿

站交通所涉范围之广、道路之长、规模之大、组织之

严密，皆为历史之最。 据《元史》记载，元时全国共

有驿站 １ ３８３ 处。 马可·波罗在其行记中则称有驿

邸逾万所，“‘此种驿站备马逾三十万匹’。 当时以

大都为中心，通向各地的驿站‘星罗棋布，脉络相

通’”，使 “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

邻家。” ［１０］５５９

除积极建设之外，蒙元在其势力所及的辽阔欧

亚大陆上，始终努力使各条道路上的驿站处于认真

管理和经常修缮之态。 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成吉

思汗及其继任者窝阔台、察合台、拔都等人，不仅在

其所辖领土进行道路建设，而且“在这些道路上，每
隔一段距离就打井、提供水源”，所建驿站的“每一

站提供粮食、马匹和牲畜” ［１１］８０，既保证了蒙元军队

的通行和指令、信函往来的顺畅，也为往来于四面八

方的商贾、使团和行人提供了便利，为蒙元帝国境内

不同地区、不同族属居民间的经济生存、文化交流和

日常生活交往“撤除了藩篱和障碍” ［１０］５５９。 这不仅

使中国在前所未有的快速边界推移中，出现了“以
往分裂时期的此疆彼界不复存在”的“天下一统”之
局，促进了西域居民从绿洲到国家的身份认同［１２］，
而且使从欧洲到中国的漫漫长路，获得了日夜通行

的安全保证，为东西方世界的人们“从地球一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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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漠北交通线大体为：由中原北上，经漠北、和林，再趋金山，折
而南下至别失八里，然后沿阴山（今天山）北麓抵阿力麻里。 由此向

塔剌思，向西北可达欧洲，向西南则入波斯，此路在 １３ 世纪上半叶是

连接华北与西域的主要交通线路。
太和岭地处今山西北部，位于雁门附近，有直通大都的站道。



看另一端” ［１３］ 提供了方便，“沿着那一条条从帝国

各处通往哈剌和林的大道，一切修士、大使、神秘僧

人和吹牛皮的冒险者都朝这里涌来” ［１１］１７３，促进了

不同文明的交融并进。
３． 蒙元丝路重构对世界发展的影响。
对于蒙元重构丝绸之路带与世界的影响，可以

从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著作

《中国之遗产》中所列的一个清单略窥一二。 李约

瑟说：“到 １２ 世纪末时，（自中国）成串地传入了磁

罗盘、艉柱舵、造纸术，还有风磨的设想，接踵而至的

还有独轮车和加重抛石机”，“１３ 世纪末 １４ 世纪初

时，传来了另一串发明：火药、丝绸机械、机械钟和弧

形拱桥……再往后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铸铁用高

炉，还有雕版印刷，接踵而至的活字印刷”，“这个清

单，尽管很不完整，但是澄清了对欧洲接受东亚发现

和发明方面的历史上的疑惑”，“世界受惠于东亚，
特别是受惠于中国的整个情况正在非常清楚地显现

出来。” ［１４］２２６受本文主题所限，李约瑟所言的“成串”
好处，此处不做详述，下面仅以转述两段文字略加说

明：日本著名东方学家中村元认为，“火药武器的使

用，原为中国人所发明，而后来竟对改变世界历史产

生了巨大意义”。 “火药于 １３ 世纪通过蒙古传到欧

洲”，“枪炮的使用，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成为建设近

代国家的重要因素”。 “正是持有火器的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和英国人，才在南北大陆建立了近代国

家”，并帮助它们“扩大了国家的版图”，“还强化了

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并最终结束了以城池为根据

的封建诸侯之间的争战。” ［１５］ 李约瑟则指出，虽然

“由于中国没有严实穿戴盔甲的由骑士组成的骑

兵，也没有贵族或庄园式的封建城堡，新的武器仅仅

是以前使用武器的一种补充，并没有对古老的文武

官僚制度产生什么觉察得到的影响”，但是，它“在
欧洲则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从莎士比亚时代起

的数十年，实际上数百年间，欧洲历史学家已承认，
１４ 世纪臼炮的首次轰鸣敲起了城堡的丧钟，因而也

敲响了西方军事贵族封建制度的丧钟” ［１４］２２５－２２７。
当然，丝绸之路带给西方的绝非仅有火药和臼

炮。 如果没有丝绸之路的中介和蒙元帝国的影响，
西方封建制度的丧钟不会敲响，近代以后西方国家

的建立和崛起也难发生，世界历史的书写完全也会

是另一副模样。 因此，ＢＢＣ 纪录片资深制作人罗伯

特·马歇尔才会感叹：蒙元帝国“横扫世界的风暴

改变了亚洲和欧洲的政治边界，把这片大陆上的人

连根拔起”，“它改变了很多地区的人种特点，并且

持续改变着三大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

的力量和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蒙古人连通了东

西方，传播知识并且借此首次创造了一个统一的世

界。” ［１１］６正是在这种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的历史开

拓中，西域不仅成为东西方世界互动往来的交通枢

纽，而且从传统中国的“边疆”跃居帝国的核心，变
成为“世界文明、文化和种族的博物馆”。 这种历史

的跃居也是今日“新丝路经济带核心区”落户新疆

的依据。

二、广纳贤才、多元统合：蒙元初期的国家治理

如果说四通八达的交通和优质高效的驿站运输

为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打造帝国提供了基础的设施保

障，那么，宗王分封与行省直辖交叠共用的政治格局

及其统合多元、为我所用的人才策略，则为社会的发

展和治理提供了良好制度和人才保证，为帝国的强

盛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主体条件。
１． 宗王分封与行省直辖：蒙元帝国一统天下的

制度基础。
与唐、宋、金、辽的治理方式不同，蒙元帝国在其

广袤的领土之上实行的是一种双重体制———中央直

接管辖和宗王分封管理的模式。 宗王分封是成吉思

汗晚年依蒙古习俗，将帝国领土作为“兀鲁思” （汗
国领地）分封给家族宗王诸子。 各兀鲁思区域如

下：长子术赤分得钦察、花剌子模和康里等咸海以

西、里海以北地区；幼子拖雷继承成吉思汗直接控制

的斡难河及怯绿连河流域一带；阿尔泰山、天山周围

的草原地区主要分属于其次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

台。 今日新疆阿尔泰山至阿姆河，包括天山南北路

诸地的西辽及畏兀儿故地［８］，归察合台所属；额毕

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东，从叶密立（今新疆额敏）
以北，包括今喀拉额尔齐斯河及阿尔泰山一部分的

游牧地区归属窝阔台。
需要说明的是，成吉思汗的宗王分封带有草原

游牧传统的部族联盟式色彩，分封而成的各汗国均

为蒙古大汗帝国的藩属地，各兀鲁思汗对所辖区域

内的政事皆有裁决权，但其首领的承嗣仍由蒙古大

汗（或皇帝）委派任命。 成吉思汗分封宗王之后，各
宗王及其子孙踏着成吉思汗西征的脚步，继续开疆

拓土，并在四大兀鲁思的基础上形成了钦察汗国

（又名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

汗国（又称伊尔汗国、伊儿汗国），构建起一个四汗

一体、松而不散的庞大帝国体系（见图 １（ａ））。
为了有效控制边界不断推移、领土不断扩大的

帝国，成吉思汗在分封宗王的同时，在四大宗王统治

区域之外，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绿洲地带（即原“城郭

诸国”）和中亚农业定居区域实行直接军政管辖，官
员由蒙古大汗直接派遣。 这些区域主要包括：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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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畏兀儿地到阿姆河沿岸的和州（今吐鲁番）、别失

八里（今吉木萨尔）、忽炭（今和田）、可失哈耳（今喀

什噶尔）、阿力麻里（今霍城）、海押立（今哈萨克斯

坦塔尔迪·库尔干）、撒麻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

马尔罕）和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等城

镇［１０］３３３－３３４。 这些区域与察合台、窝阔台兀鲁思皆有

交错，同为蒙古大汗所属，各个兀鲁思之间实无明显

的边界划分，基本处于虽有疆域划分，但却有边无界

的状态（见图 １（ｂ））。

图 １　 １３ 世纪晚期的蒙元帝国与亚太格局

　 　 忽必烈接过蒙古大汗权杖并一统天下之后，采
纳儒生的建议，沿袭并完善了宋、金的行省制度，同
时将其与成吉思汗开创的宗王分封制度相结合，形
成了“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的大一统

格局。 这种格局中，中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
工六部）、枢密院、御史台为最高中央行政机构，在
地方则设立路、府、州、县，同时设立行中书省、行枢

密院和行御史台作为中央派出机构，其中以行中书

省的权力最大，一般下辖若干路、府、州、县，各路一

般设总管府。 在部分地区，行省下又设置作为行省

派出机构的宣慰使司或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统若

干路、府、州、县。 此外，还专设管理全国宗教事务并

统领吐蕃地区中央机构———宣政院，辖地包括今日

青海省大部及四川、甘肃、新疆和西藏的部分地区。
如此一来，宗王分封与行省中央直辖相交叠，不仅有

效防止了宗王分封可能导致的政权碎片化，而且有

利于消除以往历朝“华夷之辨”所致的群体边界，极
大加强了东北、西北、西南等传统边远地区与中原内

地的联系，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

制度基础。
忽必烈时期的蒙元与成吉思汗、窝阔台和蒙哥

统治下的帝国已经大不相同———更加庞大的帝国体

系之内，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伊利汗国等控制西

域以西亚欧辽阔领土的蒙古汗国，“虽然都要向忽

必烈呈送象征性的贡赋，但再也不会有一个团结在

一位领导人的政策下的大帝国了”，“每一个广阔汗

国都沿着自己的独立道路发展” ［１１］２１０。 然而，帝国

开创者重视交通驿站系统建设、鼓励东西商业贸易

往来，以为帝国征服和发展提供经济物质保障的良

好传统，却以各个汗国统治者刻意保持和维护的共

同行为很好地延续下来，为东西方世界的交通和往

来提供了便利。
２． 广纳贤才、为我所用：蒙元帝国治理的人才

策略与主体保障

宗王分封与中央直辖的政治体制，为成吉思汗

开疆拓土、整合碎杂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证。 但其

却不是蒙元帝国兴起的关键，真正为成吉思汗横扫

亚欧、称霸世界提供关键保证的是成吉思汗广纳贤

才、为我所用的人才策略，以及由此而来的人力、物
力、智力资源和基于其上的强大社会合力。

自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开始，蒙古统治者就十

分注意汲取汉文化中的智慧，并将各地有“一才一

艺者”罗致麾下，充分利用中原汉族及其他民族的

先进技术与武器来为自己服务。 进入中原之后，成
吉思汗及其后裔采纳耶律楚材等人的建议，礼贤下

士，高度重视有着高度文化修养的儒、释、道、医、卜
等文化技术人才，并多次遣人 “采访医、儒、僧、
道” ［３］５０，请他们向蒙古统治者传授汉文化，汲取治

国理政的思想和智慧，为社会的治理和发展服务。
此外，帝国统治者还刻意提高商人、工匠、医生的地

位，打破中国传统的“三教九流”之身份界划，将儒

士之外的“其他的社会团体抬升到新的和更高的地

位，对抗儒家传统” ［１１］２１５。 成吉思汗之后，其后人承

此用人之道并予发扬光大，为蒙元帝国的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据《元史》记载，忽必烈即位后就诏示天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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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助顺，人计与能” ［３］４４－４５，“自惟寡昧，属时多艰，若
涉渊冰，罔知罔知攸济” “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

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献可替否之助也”，为此，
将在承继传统之中，“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
乾元。” ［３］４５－４６在位期间，忽必烈不仅明令四处征战

和戍守军士，“禁诸道戍兵及势家纵畜牲犯桑棗禾

稼者” ［３］５７，而且采纳许衡“国家之当行汉法” “则治

功可期”之谏，行“居夷变夷” “用夏变夷”之道［１６］。
南下收服郢州之后，即“选择蒙古、畏兀、汉人十四

人赴行中书省，做新归附州郡的管民官。” ［３］１２５兵入

临安之时，还专门派人将南宋国子监、史院、学士院

及秘书省的各种典籍图书，集中起来经由海路转运

回大都并悉数收藏，使大批前代珍贵历史文献免遭

兵火。 从实际效用来看，这些举动无疑为其招贤纳

士、臣服民心、治理天下留下良好口碑，最终助其成

就大业。 后来灭元建明的朱元璋不仅对此给予高度

评价，而且还将忽必烈与唐太宗、宋太祖一同祀入历

代帝王庙，承认其中华“正统地位” ［１７］。
长期征战中，随蒙古军队西征的各种工匠、艺人

和来自中原内地的大批移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

了西北，并随着征服区的扩大而逐渐向西延伸。 与

此同时，蒙古军队在西征后返回蒙古时所带回的征

服地区的匠人和移民，又把被征服区的生产技术和

文化传入了中原内地。 今人熟知的马可·波罗不仅

任职于廷中而且深受忽必烈喜爱，除了参与朝廷外

交并出使外国，还经常奉忽必烈之命巡视帝国各地，
参与了帝国的建设与治理。 与其同期的威廉·鲁不

鲁乞（约 １２１５—１２７０ 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派往

蒙古汗庭的使者）则在《鲁不鲁乞东游记》中对服务

于蒙元帝国的欧洲人做了许多描述，其中不仅有意

大利人，还有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日耳曼人、匈
牙利人等。

这种打破身份界划，广泛吸纳不同文明所长并

让不同地域、文化、族裔和阶层群体的人才参与国家

治理的做法，不仅容易消除因为语言、文化和种族等

先天差异因素所致的认同障碍，而且客观上提高了

社会治理的功效和不同社会成员彼此间的接纳度，
促进了蒙元帝国所辖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３． 蒙元时期的社会发展

蒙元帝国的大一统，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

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为了恢复和发展受损于战火的

经济，蒙元帝国的创立者们在积极维护草原游牧生

产方式的同时，努力提高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

易发展，为蒙元帝国取得其前各代草原帝国（匈奴、
突厥、回鹘等） 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功奠定了经济

基础。

忽必烈继大汗位后，不仅专门成立管理和指导

农业生产的劝农司，并且组织专门力量编撰颁布了

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的《农桑辑要》，发布了禁止废田

为牧、减免农民租税、鼓励垦荒屯田、围海 ／围湖造

田、兴修水利等系列诏令，积极恢复和促进农业生

产。 除了政策扶持之外，耕锄、耘荡、水转连磨、牛转

翻车、高转筒车、搅车、卷筵等先进生产工具和水力

机械的使用和推广，不仅使粮食和棉花、西瓜、蚕豆、
萱麻等新入作物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而且还使棉

麻纺织、丝绸织染、毡罽制盐、兵器制造等关乎国计

民生的手工业生产获得了极大提升，为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为保证辽阔疆域内的商业贸易便利，蒙元时期

还发行了广泛流通的统一纸币———元钞，使其成为

丝绸之路在蒙元时期走向辉煌的一大促进因素。 除

了世界领先的造船术和航海术之外，蒙元时期科技

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体现在天文学上。 此时，中
国的天文学研究博采众长，不仅制造了精准的简仪、
仰仪、定时仪、日月食仪、圭表、景符等仪器，还建立

了设备完善、仪器先进的大型天文台①和规模空前、
遍布各地的天文观测系统②。 基于此而制的先进历

法（《授时历》）则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平③，与此

相关的数学、地理学、农学、军事学皆有重大发展。
比如，当时领先于世界的“天元术”（立方程）、“四元

术”（多元高次联立方程解法），统测全国山川里至、
城郭乡镇、土产风俗、建制沿革、古迹人物的《元一

统志》，描绘帝国疆域的《舆地图》，探求江河水文和

海岛分布的《河源志》与《岛夷志略》等。 蒙元时期

另一重要科技贡献是火药与弹道技术的高度结合的

臼炮和“火铳”的定型，它们的发明和使用，对于世

界的改变有着巨大影响。
便利的交通和良好的政策扶持，使中原的农艺

垦作、活字印刷、火药火炮制造等先进的技术随着蒙

古军队的西征而由东往西逐渐传播；原产于西域的

棉花及其种植和纺织技术则在蒙元以后经由海陆两

路而更大规模地传入内地，并且，除了许多珍贵农作

物品种与优良技术之外，来自西域、阿拉伯世界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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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其中以大都天文台（今北京）、上都天文台（今内蒙古正蓝旗

境内）、登封天文台（今河南登封市内）为最。
忽必烈采纳郭守敬的建议，在元所属领土建立了 ２７ 所天文观

测台站，其中最北的已达北极圈附近，最南的亦达占城南海测景所

则在今日越南南方。
蒙元时期，中国做了当时世界最精确的恒星观测和黄赤交角

测算，其中后者的精确度与现代天文学的理论误差仅有 １′６􀆰 ８″。 郭

守敬等人测算出二十八宿中杂座诸星中前人未命名的有 １ ０００ 多

颗，总数达 ２ ５００ 多颗，远远超出了欧洲截至文艺复兴之前的 １ ０２２
颗。



多饮食烹饪技术、毛毡和烧酒制作、天文历法等也由

西往东传入内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内地居民的生

活。 战事结束以后，来往于蒙元帝国广阔领土上的

东西方商人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双向互动的交流和

发展，极大促进了蒙元帝国实力的增长。 据统计，
１２７６ 年，元人口仅为 ４ ８００ 万，到了顺帝 （１３３３—
１３６８ 年在位）初年，人口已达 ８ ０００ 万，屯田面积达

１ １８５ ３３３ ｈｍ２。 辽阔的疆域、四通八达的交通和大

幅增长的良田，伴随着迅速增长的人口和社会生产

力的提高，为蒙元帝国真正雄霸于世界奠定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使中国进入隋唐以降历史上最为重要

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期［１８］，以全新的等级性群体身

份界划（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颠覆了中国传

统的“华夷”身份界划，形成了不同以往的文化心理

和身份认同，以全新的身份融合与社会认同促进了

中华民族的发展。

三、结　 语

时过境迁，丝绸之路在蒙元帝国衰亡之后再次

衰微下去。 明清之时，虽然也有小的复兴，但已难与

蒙元相比，并在 １９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清朝的衰亡

沦为历史的记忆。 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

汉民族建立的强大王朝，虽然蒙元帝国在建立初期

的攻城略地中充满了血腥与残暴———可谓“建立在

血泊中的，是由废墟堆积起来的”，并且帝国建立与

征战中的屠杀与残暴，“总是最让历史学家感到踌

躇” ［１１］６０。 但是，与“帖木儿或者其他的暴君都大不

相同”的成吉思汗却能在辽阔的领土上，实行“非常

了不起的宗教宽容政策”，并且“在成吉思汗的统治

下，被征服者其实很快就会得到自由，从来就没有政

治或种族方面的暴政压迫” ［１１］６１。 特别是，晚年成吉

思汗及其继任者（窝阔台、忽必烈等人）能够采纳丘

处机、耶律楚材等人建议，近道从善，放弃残暴，以辽

阔的疆域、畅达的交通和良好的治理重塑、繁荣了丝

绸之路，而且，最终“获得了忍受其统治的民族几乎

是全面的赞同”，“将这些民族联合起来了，懂得了

致力于执着他们的忠实，以至于‘蒙古式的和平’留
下一种几乎可与 ‘罗马式的和平’ 相媲美的记

忆。” ［１９］３５７这种记忆在颠覆传统、重塑文化、重构身

份中构建起全新的社会认同，增强了多元民族统一

体的向心力和内聚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为人

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讲，随蒙

元帝国兴起和发展而复兴并繁荣的丝绸之路，就是

“一种惹人注目的文明”书写的辉煌文明之路。 正

如法国学者鲁保罗所言，它是“建立在宗教宽容、对
所有人的同等公正、绝对的廉正和社会秩序的基础

上的”，“享受着史无前例的贸易发展高潮” ［１９］３５７，为
世界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进入 ２１ 世纪后，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丝绸

之路及其精神的巨大价值。 随着丝路申遗成功和

“一带一路”远景规划的推出①，“丝绸之路”再次成

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国际历史科学大

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在第 ２２ 届国际历史科

学大会上，代表 １ ５００ 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学

家，发出呼吁：我们不仅要关注作为遗产的“丝绸之

路”，更要让“世界各国共享的”这个“历史和文化遗

产”为今日世界服务，让其在复兴之中为全球人民

带来更多福祉［２０］。 第一届“国际历史学会———积家

历史学奖”得主塞尔日·格鲁津斯基则直言，“面对

多种形式的过去”，我们必须放弃单执一极、难容他

者的历史观念，要尽可能地在“他者”边界的推移

中，“越来越少地厚此薄彼”，让历史的记忆和智慧

为今日造福。
事实上，弘扬“丝路精神”的“一带一路”愿景规

划，不仅会为世人提供“走出地球的一端去看另一

端”的方便，满足更多与“１５３０ 年代西班牙人初涉美

洲大地时”一样，怀抱“穿过太平洋达到这片‘秦人’
的土地” ［１３］之梦想的人，而且使新疆再次获得从中

国的“边疆”跃居“核心区”的可能。 但与蒙元不同

的是，今日中国的规划既非谋取霸权的政治策划，也
非难容差异的经济同化，更不是征服世界的帝国计

划，绝不会产生武力征服的残暴和血腥。 “一带一

路”旨在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

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强调的是在平等

的文化认同下谈合作，主张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
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基础上搞建设。 此

外，借力“丝路”图谋发展，业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

的共识和行动②，围绕“丝路”进行超越宗教、民族、
国家、文化边界的广泛交往，已成为新的国际交流期

盼和实践方式［２１］，“一带一路”规划不过是对这种

期盼和意向的一种回应而已。
蒙元时期丝绸之路重构和繁荣的历史表明，

“一带一路”的建设，必然有利于地球村的居民从

“地球的一端去看另一端”，促进不同区域、不同文

·６８·

①

②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为世界文化遗产，获得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批准，丝绸之路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受到全球

保护的世界遗产。
２１ 世纪以来，多个国家和联合国均对复兴“丝绸之路”表示浓

厚兴趣，继日、美、俄、中之后，哈萨克斯坦、土耳其、蒙古、印度皆有

相关计划出台。 ２００８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联合发起的丝绸

之路区域项目得到了 １９ 个国家的积极响应并在日内瓦签署意向书，
１９ 国决定再为复兴丝绸之路投入 ４３０ 亿美元。



明和不同族裔群体的交流与融合，形成新的多元包

容的身份意识与社会认同。 这不仅是对“世界各国

共享的一个历史和文化遗产” ［２０］ 的精神继承，而且

会使其在拓展升级中更加稳定，既难被一般的经济、
政治、文化矛盾或安全冲突打断，也有助于化解已有

的矛盾和冲突，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传统与非传统

安全提供保障。 总体来看，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政

治、文化的角度来讲，“一带一路”的建设都会在复

兴并超越古丝绸之路的同时，对亚欧大陆乃至全球

进行深度的立体重塑。 而在如此重塑之中，新疆必

然会再次跃居多个层次、多个方向、多元交融的区域

中心，而非纯粹图画地理的“亚心”和单一经济的

“核心区”。 这一构建如若完成，“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的美丽世界即有可能，“人类存在的理想性与现

实性得到统一” ［２２］，自会带与全球居民巨大福祉，曾
经造福世界的“丝绸之路”必将造福今日并“继续造

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９］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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